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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员工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由此，引来了与工作压力关
系密切的工作幸福感研究。 一方面，随着企业中知识性员工的增加，员工不仅看中工作的经
济功能，还希望通过工作获得较高层次的满足；另一方面，“快乐就是生产力”，工作幸福感对
于提升组织绩效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长期以来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理论共存，对幸福感
结构的认识存在差异性， 近几年整合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视角为工作幸福感的
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因此，探索中国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的结构维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价值。 本研究基于整合视角，采用关键行为事件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作为员工工
作中的情绪体验和心理功能的工作幸福感的结构进行探索并开发测量工具。 在已有的工作
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 57名员工的深度访谈之后，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于 656名员
工进行了第一轮调查，然后对 2240名员工进行了第二轮再调查，探索出企业员工的工作幸
福感的结构维度。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员工的工作幸福
感分为两大维度：认知幸福感和情感幸福感。 其中，认知幸福感包括自主工作、学习成长、胜
任工作、工作意义四个子维度，反映员工在工作中的心理功能的质量，对应心理幸福感的研
究视角；情感幸福感包括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两个子维度，反映员工在工作中的情
绪体验，对应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企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感量表，并经
过测量探索，证实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于下一步的工作幸福感及其相关因
素的影响机制探索，为缓解企业员工工作压力、提升工作幸福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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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不断加快，员工面临的挑战增多，承受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轻者影响生活质量，降低工作效率；重者出现亚健康、抑郁症和过劳死等现象的发生 [1]。 已有

企业实践表明，工作幸福感（work well-being，WWB）在促进员工身心健康与提升组织绩效方

面有重要的作用，在构建幸福社会和幸福组织的背景下，探索企业员工普遍存在的压力源，

并进而探查工作幸福感在其中的作用，成为学术界和管理界关注的新热点之一。 组织背景下

企业员工的幸福感称为工作幸福感，它是指处于工作情境下的幸福感，对于员工一般幸福感

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2]。 显而易见，工作是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中心活动，在员工

的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活动中，大概有 1/3 的时间花在与工作相关活动上 [3]，知识经济时代

的来临也使得工作幸福感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再是依赖有形资产

的多少，而在于智力资本的有无，员工便是智力资本的来源；其次，企业的员工构成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大量知识性员工的涌现，员工逐渐成为企业的核心人员和核心竞争力，这些知识

性员工拥有专业特长，愿意承担挑战性、创造性的任务，渴望获得各方的尊重和认可，追求自

我价值的实现。

目前，工作幸福感研究虽然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在概

念上目前存在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整合幸福感三种研究视角，由于工作幸福感的视角

较多，其内涵界定、结构维度与测量方式尚未达到较为一致的意见。 有人提出整合主观幸福感

和心理幸福感来开展对工作幸福感的研究工作，但针对整合视角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4-5]。

其次，文化差异也导致员工对幸福的感知的差异，西方文化强调环境掌控、个人情感的重要

性，而中国员工的工作幸福感更多受集体主义、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的影响 [6]，以国外员工样

本开发的工作幸福感量表对中国员工的适用性也尚待探讨。 再次，近年来，国内孙建敏[1]、邹琼[2]

等人的综述也呼吁工作幸福感量表的开发研究，但在通用性研究方面尚有不足 [7-8]，当前研究

成果中专门测量工作幸福感的量表相对也较少，尤其是整合视角下的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试

图在整合视角下对企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感的结构维度进行探索，通过归纳分析来获取中国企

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感的结构维度，进而编制工作幸福感初始量表；然后，通过问卷调查采集数

据，探索其结构维度，并开发出中国企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感量表来，以便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

工具性支持。

二、文献综述

（一）幸福感的概念

幸福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其最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时期[9]。然而，

幸福是什么？ 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古代道家推崇返璞归真、无知无欲的田园式的幸福

生活，儒家则宣扬“存天理，灭人欲”，以道德理性为幸福 [10]；西方哲学家对于幸福的理解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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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达成共识。 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运动 [11]，研究者们尝试

寻找可以有效地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来考察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从而改进社会政策。

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并非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人们是否感觉到幸福应成为衡量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幸福感的研究得到了各学科

更为广泛的关注。 关于幸福感的很多问题的讨论往往与其哲学渊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哲学

的角度来看 ， 幸福感的研究包含两种哲学体系 ： 享乐主义 （hedonism） 与理性主义

（eudaimonism）[12]。 基于这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幸福感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两种取向，即主观

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 SWB）取向和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简称

PWB）取向。在评价指标方面，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三个经典的评价指标，即积极情感、消极情

感和总体生活满意度；而心理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则涉及自我接受、个人成长、人生目标、积极

的人际关系、环境驾御和独立自主等一系列维度。在评价标准方面，主观幸福感是以个人主观

的标准来评定其幸福状态的；心理幸福感则是基于理性主义幸福观的价值体系，主张以客观

的标准来评定个人的幸福。 目前有关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呈现出整合的趋势。

（二）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

首先，心理幸福感的产生往往伴随着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的产生也与心理幸福感密切

相关。 Waterman[13]对两种幸福感进行了对比研究。 一种是个人表达的幸福，指个人全心全意地

投入活动中时，意识到自己的潜能是否得以充分发挥、自我是否得以表现，进而有助于达成自

我实现的体验，实现自我的愉悦。 另一种是尽情享乐的幸福，指在活动中体验到自己的生活或

欲望是否得到了满足。 Waterman发现，个人表达与尽情享乐高度相关，当出现个人表达的体验

时，往往伴随着积极的情感体验。 但个人表达与具有挑战性、能够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活动

的相关要强于尽情享乐与这些活动的相关。 相应的，尽情享乐与放松、休闲娱乐的活动相关较

强。 因此，Waterman认为，心理幸福感是主观幸福感的充分的、非必要条件，即在有个人表达的

时候，一定会伴随着积极的情感体验。但是，有积极的情感体验的时候，却不一定会产生个人表

达。 同时，快乐也不只是来源于个人表达，还有很多其它途径。 因此，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

是相关的两种不同的体验。

其次，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在概念上存在交叉。 Ryff等[14]基于三个不同样本的分析发

现，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呈中等强度正相关，自我接受和环境驾御与生活满意度、情感体

验有中等及以上强度的正相关，积极的人际关系、人生目标、个人成长和独立自主与这些变量

的相关均很弱。 这说明，心理幸福感在整体上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

感）是两个不同的结构，但是，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快乐和意义对于健康生活有着同等重要

的意义。 Ryff[15]在对中年人和老年人进行访谈时发现，快乐和挑战对于老年化以及生活评价有

重要意义。 King 和 Napa[16]让人们评价“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活”时，发现了幸福包含快乐和意

义两个成份；McGregor 和 Little[17]对一系列心理健康指标进行因素分析时发现了两个因素，一

个代表了快乐，一个代表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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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幸福感看成是一个整合了享乐主义幸福观（主观幸福感）和理性主义幸福观（心理幸福

感）的多维概念，可以为全面认识人类的幸福提供了新的平台 [18-19]。 基于这种观点，Richard 和

Edward[12]将幸福感定义为“最佳或最优的心理功能和心理体验”。 心理功能代表了心理幸福感

所强调的积极的心理功能，而心理体验代表了主观幸福感的情感体验。 因此，需要在已有研究

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以期对幸福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三）工作幸福感的概念与测量

Warr[7]根据关联情景对幸福感进行了划分，认为基于整体的生活状况、没有与特定情景相

联系的幸福感称为一般幸福感（context-free well-being），是有关具体情景相联系的幸福感，称

之为具体情景幸福感（context-specific well-being），与一般幸福感相比，具体情景幸福感能够对

相关概念进行更明确的定义，与现实生活有较强的联系。 例如心理幸福感中的胜任、环境驾御

等要素，在测量上就有一个明确的指向。 因此，工作幸福感应该归为具体情景幸福感，它主要

指处于工作情景下的员工的幸福感受。 与工作幸福感相似的概念有职业幸福感、员工幸福感，

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并不相同，职业幸福感是个体整个职业生涯和职业发展过程的情感体验和

主观感受，员工幸福感同时关注员工在工作和非工作领域的情感体验和感受。 那么，与具体情

景相关的工作幸福感的测量变量不少，大致包括情感状态和心理功能两方面：一方面为情感

状态，主要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感、情绪衰竭、活力；另一方面为心理功能，主要包括工

作激励、胜任工作、工作意义、效能感等。 此外，Warr[7]还将心理健康与工作情景相联系，发展出

了包括五个维度的工作幸福感模型，该模型包括情感幸福感、工作激励、工作自主性和胜任工

作，还包括了一个体现整合功能的工作幸福感维度。 应该说，该模型整合了情感状态和心理功

能，并且发展了对应的测量工具。

Warr 所涉及的工作幸福感存在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首先，该模型的整体结构还缺乏

实证研究的支持，Warr 所提出的情感幸福感结构也没有得到验证， 后续研究支持工作幸福

感符合四维度结构（高激起-高愉悦、高激起-低愉悦、低激起-高愉悦和低激起-低愉悦四个

维度）[20]。 其次，尽管 Warr 把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工作导致的紧张、工作导致的抑郁、工作

倦怠等都看成是工作幸福感的成份，他并没有澄清这些概念与工作幸福感模型的关系 [8]。 第

三，针对 Warr 的工作幸福感模型的不足，van Horn[21]等人根据Ryff 的心理幸福感模型又提出

了包括情感幸福感、职业幸福感、社会幸福感、认知幸福感和生理幸福感的五维度工作幸福

感模型。 在测量上，情感幸福感除了包括 Warr 开发的情感幸福感量表，还包括工作满意度、

组织承诺和情绪衰竭；职业幸福感包括激励、胜任和自主性；社会幸福感包括社会关系功能

和去人格化；认知幸福感包括认知疲劳；生理幸福感包括对一些生理症状的测量。 但是，这

样繁多的要素给探究工作幸福感确实也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第四，van Horn[21] 基于教师样

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这五个维度共同测量了一个潜在的结构，即工

作幸福感。情感幸福感对潜在结构的贡献最大，是工作幸福感的核心成份。但验证性因素分

析的结果对五维度模型的支持并不强。该模型整合了目前工作幸福感研究中常用的工作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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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组织承诺、工作倦怠等问卷，明确了这些变量与最终模型的关系，并且在实证研究中

证实了该模型。但是，仍有几点不足：首先，开发的量表只适合于教师。如社会幸福感包括对

学生的去人格化和与学生的社会关系功能的测量；其次，模型的结构不稳定。最终的模型中

含有教师样本的独特内容，不适用于其它行业；再次，Dagenais-Desmarais [18]认为工作幸福感

包含工作人际匹配、工作旺盛感、工作胜任感、工作认可知觉和工作卷入愿望五个维度，但

是采用组织科学草根法，缺少实证研究支持。 由此可见，工作幸福感在不同行业背景下也许

包含不同的维度和内容。 黄亮 [22]提出了工作幸福感的四维度模型，包括情绪幸福感、认知幸

福感、职业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虽然黄亮采用了 van Horn 的工作幸福感模型，但这两个研

究的结果存在差异。van Horn 将工作自主性作为工作幸福感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而黄亮则

认为工作自主性不构成我国员工的工作幸福感。 但已有研究指向自治、胜任和关系这三个

人类基本需求对满足人们的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 [23]。 可见，在工作幸福感的结构维度方面，

存在的关键问题还是结构要素缺乏共识 [24-25]，因此，亟待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

综上，国外在工作幸福感的结构和量表研究方面成果较为丰硕，但是，其结论尚需要在理

论和实践中检验，量表结构维度的选择和运用尚存在不同的看法，并且缺乏对中国企业员工

本土样本的适用性验证。 此外，国内关于工作幸福感方面的研究有待丰富和规范，总之，目前

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因此，探索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的结构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价值。 本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探索工作幸福感的结构要素，看其是否为一

个融合情感状态和心理功能的多维结构？它们包括哪些具体的测量指标？第二，在实证研究的

基础上，获得相应的工作幸福感的测量指标，然后建构具有我国特色的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

量表，并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三、关键行为事件访谈

本部分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企事业员工进行关键行为事件访谈，收集目标群体对工

作幸福感结构特征的看法，并归纳整理出企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感的特征，为探索企业员工工

作幸福感的结构内涵奠定基础。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把工作幸福感看成是融合了情感状态和心理功能的多维结构[8，21]，其核心内容一方

面包括员工在工作中情绪体验的核心内容，被命名为情感幸福感（Affective Well-Being，简称

AWB）[20，26]；另一方面，主要对应于在工作中体验到的认知幸福感（Cognitive Well-Being，简称

CWB）， 认知幸福感指员工在工作情景下对一系列影响心理健康和自我实现的心理功能的认

知评价[12，27，28]。

（二）访谈方法

本研究将通过关键行为事件的专家访谈，来收集访谈资料，然后，基于已有文献，采用归

纳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归纳处理，提炼出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的结构维度，并形成初始量表。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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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采用分层抽样法，按照行业分类、企业性质和员工岗位类别进行分层抽样。 本研究共访谈

了北京、上海和天津多家企事业单位的 57名员工，这些被试分别来自机械制造、餐饮、物流、零

售、互联网、通信、房地产、银行和政府部门等行业。其中，基层员工 16人，一线管理者 18人，中

高层管理者 23人。 在这些被访谈被试中，男性 38人，女性 19人。

（三）实施程序

首先，向被访谈者解释工作幸福感的定义，让员工与员工通过生活事件的交流和描述；其

次，请被访谈者根据工作经验和观察列出工作幸福感的特征；最后，请被访谈者对所列出的每

个特征用典型事件来解释。 访谈中切忌对员工进行结构框架的提示，试图获得有生态效果的

访谈内容。

（四）数据归纳

访谈共收集 57 名员工的 177 条原始描述，由 2 名研究生对描述内容进行“背靠背”的归

纳，要求排除涵义不清晰、与概念不符的描述，总结保留了 153 条描述。 由于部分描述的涵义

并不具备单一性，同一描述可能包括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涵义。因此，对于每一项描述，均由

研究者和两名研究者进行充分讨论，并一起完成每一描述的调整工作。 在数据处理中，有 19

项拆分为 2 项涵义单一的描述，13 项拆分为 3 项涵义单一的描述，最后获得了 198（153+19+

13+13）项涵义单一的条目。 为了检验归纳结果的有效性，2 名研究生重新对 198 条原始描述

进行归纳，在操作上，先是两人分别独立对条目进行归纳；然后，对归纳不一致的条目进行讨

论，如果可以达成一致意见则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就保留各自意见。。

（五）结果分析

经过 4 名博士生进行多轮的讨论归纳，最终得到七大类要素，它们是：积极情绪、消极情

绪、个人成长、工作自主、胜任工作、积极关系和意义激励。 198个条目都归纳到七个维度中，在

独立归纳中只有 6 个条目不一致，经过讨论对所有条目的归纳都达成一致意见，没有出现溢

出的条目。 归纳结果如表 1所示。

四、工作幸福感的量表开发

本部分对归纳研究得到的维度构成与初始量表进行大样本的量化验证，量表开发先采用

探索性因素分析，对量表题项进行提炼后，获得初步的结构维度，然后对数据通过验证性因素

分析，最后，确定工作幸福感量表的结构维度，完成量表开发的编制工作。

（一）初始量表的编制

本研究首先在前一阶段的七个维度的基础上，形成工作幸福感的初始结构维度。 然后，在

设计初始量表时，访问了 4位管理学教授，请他们对题项进行修订。 与此同时，课题组还专门

组织了被访谈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召开座谈会，征求对于初始量表的

意见。最后，工作幸福感的初始量表共包括 35个条目。本项目组采用 Likert 6点计分，由“1=非

常不符合”到“6=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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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作幸福感结构维度的归纳结果表

（二）样本的数据采集

数据收集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轮问卷调查数据用于初始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收回了

有效问卷 656份（样本 1），初始量表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 2。
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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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表的生成与修正

根据总分高端的 27%和低端的 27%区分出高分组和低分组，得到项目的鉴别度。 研究也

考察了项目的题总相关。 项目分析结果见表 3。 如表 3所示，根据鉴别度大于 0.2，题总相关大

于 0.3的标准，删去了 8个条目（条目 4、6、25、27、31、33、34、35）。
表 3 工作幸福感预试问卷项目分析结果

注：反向题已经进行了反向计分。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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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索性因素分析

1.样本适当性检验结果

KMO值为 0.826，说明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表明，27个题项存

在共享因素（p=0.000<0.05 ，拒绝原假设）。判断是否保留一个项目的标准为：（1）该项目在某一

因子上的负荷超过 0.40；（2）该项目不存在交叉负荷，即不在多个因子上有超过 0.30 的负荷。

经过几次探索，最终得到了工作幸福感的六因子结构，6个因子的特征根都大于 1，累积方差解

释率达到了 52.90%，各项目在相应因子上具有较大的负荷，处于 0.42—0.79之间（表 4）。
表 4 工作幸福感初始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注：反向题已经进行了反向计分。

从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因素一有 4道题，其主要内容包括能有效地完成本职工作、对工

作得心应手、能有效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等，命名为胜任工作（work competent）。 因素二有 4道

题，其内容主要指工作中的消极情绪反应，如紧张、焦虑、担忧，命名为消极情绪体验（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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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experience）。因素三有 5道题，其主要内容包括工作促进学习和成长、潜能的发挥、知

识和技能的增加等，命名为学习成长（personal growth）。 因素四有 4道题，其主要内容包括工作

富有意义 、 工作激发我的灵感 、 对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等 ， 命名为工作意义 （work

significance）。 因素五有3道题，其主要内容包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工作、对工作具有决

定权等，命名为自主工作（work autonomy）。 因素六有 4道题，其内容主要指工作中的积极情绪

反应，如高兴、兴奋、充满活力，命名为积极情绪体验（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总体上来看，归纳法的结果得到了验证。 但是，通过归纳法得到的“积极关系”并没有出现的

最终的结构中。 一部分“积极关系”的预试条目的项目鉴别度太低，题总相关也不高，在项目分析

中被删去，而另一部分“积极关系”的预试条目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都负荷在“学习成长”维度上。

2.项目压缩后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为了保持量表的简洁性，本研究根据项目涵义、因素负荷与因素命名的接近性，对 24个条

目进行压缩，每个维度上保留 3个条目，形成了 18个条目的工作幸福感量表，对压缩后的项目

重新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幸福感是由积极的情绪体验、消极的情绪

体验、胜任工作、学习成长、工作意义和自主工作六个维度构成。 工作幸福感的结构中是否存

在归纳研究中发现的高阶因子（即情感幸福感和认知幸福感），需要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

表 5 工作幸福感预试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18 个项目）

注：反向题已经进行了反向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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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KMO值为 0.802，说明原有变量依然适合作因素分析。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表

明，18个题项存在共享因素（p=0.000<0.05 ，拒绝原假设）。 如表 3所示，同样抽取了 6个因子，

累积方差解释率达 67.31%，每个项目在对应维度上的负荷在 0.61—0.82 之间，在其余维度上

负荷均小于 0.30，且每个维度测量子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大于 0.70（表 5）。

（五）验证性因素分析

由于删除、压缩了近一半项目，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之前，研究者又进行了项目分析和

信度分析，包括鉴别度、题总相关和内部一致性系数，以此来考察工作幸福感 6个子量表的项

目和信度。 然后，采用统计软件包 Amos 7.0 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即第二轮问卷调查

数据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收回了有效问卷 2240份（样本 2）。 本研究设定了四个竞争模型：

（1）工作幸福感的单因素模型，假设所有的条目都直接测量工作幸福感；（2）工作幸福感的六因

素模型，假设工作幸福感包括六个子维度；（3）工作幸福感的一阶六因素模型 A，假设工作幸福

感包括六个一阶子维度，这六个一阶子维度测量一个潜在的二阶维度即工作幸福感；（4）工作

幸福感的一阶六因素模型 B，假设工作幸福感包括六个一阶子维度，这六个一阶子维度测量两

个潜在的二阶维度，认知幸福感和情感幸福感。

结果如图 1和表 6所示，一阶六因素模型 B数据拟合最佳（χ2/df=9.00<10；TLI=0.93>0.90；

CFI=0.94>0.90；RMSEA=0.058<0.08）。 其中，χ2/df的值受样本大小的影响比较大，在样本数大

于 1000时，可以不作为判断模型是否拟合的标准[29]。

图 1 工作幸福感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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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六）量表信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

工作幸福感各条目的鉴别度在 0.28—0.61之间，题总相关在 0.45—0.74 之间，并且工作幸

福感六个维度子问卷的 Cronbach’s α均高于 0.70（如表 7）。因此，从项目分析与信度分析的结

果来看，量表条目设计是合理有效的。

表 7 工作幸福感量表的项目和信度分析结果

注：反向题已经进行了反向计分。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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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效度检验

本研究对本量表的效度水平通过内容效度来判定。 内容效度是指项目对预测的内容或行

为范围取样的适当程度。 工作幸福感的问卷通过文献综述，相关事件专家访谈结果归纳分析

而得。 此外，为使问卷内容更具完整性且题意清楚明了，在问卷初稿完成后，又邀请管理学和

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 4位专家就题意和表述进行了定性分析，并以定量分析的手法删除了不

合格的条目。 另外，样本群体全部来自企业员工，所以工作幸福感的量表从条目的合理性来判

断，内容效度是合适的。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工作幸福感一方面对员工有增益作用，另一方面促进员工的工作投入，为企业创造更多

的效益[30]。 本研究的结论如下：

第一，本研究通过文献综述和开放性访谈调查，归纳出工作幸福感的内涵，然后采用问卷

调查方法探索其结构维度，基于两轮问卷调查结果，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方法，完成了工作幸福感量表的编制和开发，并验证了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量表的结构维度

的有效性。

第二，我国企业的员工工作幸福感的结构是一个一阶六因素、二阶二因素模型，包括自主

工作、学习成长、胜任工作、工作意义、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六个一阶因素和认知幸

福感、情感幸福感两个二阶因素。 其中自主工作、学习成长、胜任工作和工作意义属于认知幸

福感，对应心理幸福感的核心内容；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属于情感幸福感，对应主观

幸福感的内容。 本研究由情感幸福感和认知幸福感两个二阶构成工作幸福感模型，再次支持

整合视角研究的有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国内综述对工作幸福感的界定，即同时关注

员工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评价。 例如，孙建敏等人[1]提出“工作幸福感是指个体对自身当前所从

事工作各方面的积极评价和情感体验。 邹琼等人[2]将工作幸福感界定为“个体工作目标和潜能

充分实现的心理感受及愉悦体验”。

第三，情感幸福感指员工在工作中的情绪体验的质量，是衡量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

维度。 Bakker 等人 [31]曾以情绪环形模型(The 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 为基础，提出工作幸

福感是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并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绪、较少的消极情绪。本研究情感幸

福感又包括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两个维度，较为全面考察了员工在工作中的情绪

体验。

第四，认知幸福感指员工在工作中的心理功能的质量。 首先，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已有研

究表明，基本心理需要（胜任需要、自主需要和关系需要）的满足可以促进人们的幸福体验 [23]，

也可以从动机视角解释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形成机制。 本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胜任工作和自主工

作是构成认知幸福感的重要维度，但未包括积极关系维度。 反思目前的竞争激烈的企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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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为王”，当员工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体验到真正的自我实现，从而获得工作幸福感[32]。

因此，胜任工作和自主工作相比积极关系对工作幸福感可能更加重要，但是对一般幸福感来

说满足人们的关系需求不容忽视。 此外，在当今高速发展和变革的信息时代，工作的多边性和

复杂性日益增加，也决定了员工需要更多的自主性来处理问题。 特别是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

国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升，范皑皑等人[32]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体更看重工作环境和

组织氛围，更高的自主性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效用，从而提高自身的工作满意度。 这也支持了自

主工作是工作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Aristotle 提出的自我实现论（Self-realizationism）

认为幸福是人的自我实现，幸福应该关注个人潜能的实现这一观点已是较多学者的共识[33]，认

知幸福感中的学习成长和工作意义维度反映的正是员工在工作中个人潜能是否得以挖掘和

实现。 这一研究结果得到已有研究的支持，文峰把工作价值纳入认知幸福感[1]，Ryff[34]将个人成

长归为心理幸福感的六维模型。 Paschoal[35]和 Demo[36]等人基于整合视角，将工作幸福感直接定

义为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自我实现构成。

第五，本研究开发的工作幸福感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内容效度，符合心理测量的要

求。

（二）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1.理论价值

幸福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感受，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点。 积极组织心理学应运而

生，也开始关注和研究快乐和有意义的工作生活。 本研究开发的工作幸福感量表的探讨，在科

学研究上促进了对工作幸福感的认识，特别是从系统研究的角度解决了我国企业员工工作幸

福感的结构维度的理论模型问题，在工作幸福感的理论研究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本研究在整合工作幸福感视角下，开发和验证了员工工作幸福感测量量表，研究结果澄清了

国内某些研究对工作自主性[18]和工作胜任感[37]在工作幸福感的维度构成作用不显著的质疑。

2.实践意义

在当下知识经济环境中，工作幸福感可能是组织保留和激励高素质员工的粘合剂 [38]。在

今后的企业管理实践中，可以借助这一量表了解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的现状，从而制定更

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达到提升员工幸福感和增强组织绩效的目的。 在组织对员工的

情绪管理中，可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对员工进行情绪引导，维持和激发员工在工作中的积

极情绪，帮助员工宣泄消极情绪，让员工在工作中整体有较好的情绪体验。 最后，人力资源

管理者可以从构成员工认知幸福感的维度入手，创造员工自主工作的条件，尽可能为员工

提供充足的工作资源，促进员工组织任务的完成，满足员工胜任工作的需求，体会到工作的

意义和价值。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虽然本研究开发了信效度较好的中国企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感的测量量表，但还存在一定

局限性。 首先，本研究由于社会资源的限制，采用了方便抽样的方法，尚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广

14



泛取样。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检验量表的普适性，以便在本研究开发的量

表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索工作。 此外，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从个体、组织和领导因素方面

开展工作幸福感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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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and Scal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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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is increasingly fierce, and the work pressure of
employees is increasing. Thus, work well-being research,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work stress, has been
stimulated.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knowledge-based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employees not
only value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work, but also hope to get a higher level of satisfaction through work. On
the other hand, "happiness is productivity", and happiness at wor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For a long time, the theorie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oexist,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of well-being.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explore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of employees’ work well-being
in Chinese enterprises. Based on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s and develops a measuring tool
for the structure of work well-being as an employee's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 at work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key behavioral events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es, this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57 employees. Then, the first roun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656 employees, and the second roun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2240 employees. We explore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of employees’ work well -being. The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 that employees’ work well-being is divided
into two higher-order factors: cognitive well-being and aff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m, cognitive well-being
includes four sub-dimensions, i.e. work autonomy, personal growth, work competent and work significance,
which reflect the quality of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at work and correspond to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Affective well -being includes two sub -dimensions, i.e.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which reflect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employees
at work and correspond to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well -being. On this basis, an enterprise
employees’ work well-being scale is developed, and the scale is proved to have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by
measurement. It can be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work well-being and related factors in the
next step so as to relieve the work pressure of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improve work well-being.

Key words: work well-be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work well-being scale; structural dimensio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emplo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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